
产力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阿拉伯半岛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运动呈现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抑或部落与
国家之间周期性的冲突。源自宗教顺从的国家公权在宗教激情和劫掠战利品的基础上所向披靡，当
国家疆域趋于固化和军事征服趋于停止，部落社会固有的碎片化和不稳定性再次出现，阿拉伯半岛大
部分地区在伊斯兰教诞生后十余个世纪始终野蛮与文明之间游离。相比之下，进入石油时代以后，以
牧养骆驼为根基的游牧经济已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近乎井喷式增长的物质财富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自然而然却彻底地改变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和社会。游牧人口数量急剧减少，部落社会的衰落
已成定势，部落组织在沙特阿拉伯呈现异化的发展趋势。

身份认同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血缘基础上的部落认同构成身份认同的原生形态。

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半岛，部落认同构成身份认同仅有的形态，国家认同尚且无从谈起。伊斯兰
教诞生以后，部落认同与国家认同错综交织，是为阿拉伯半岛身份认同的次生形态。阿拉伯半岛的诸
多部落酋长国游离于野蛮与文明之间，与此同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逐渐形成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和
封建色彩的依附关系。进入石油时代，适应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部落传统与国家体制兼容并蓄，身
份认同随之呈现出新的趋势，部落认同逐渐成为国家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运动的进程既有起点亦有终极方向，部落与国家的消长无疑体现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然而，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消长并非单纯表现为对抗与取代的零和游戏，而是经历复杂的过程。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中东部分地区部落与国家对抗凸显，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层面的矛盾运动。相比
之下，部落与国家长期处于互动和共生状态进而融入国家体制，可谓沙特阿拉伯之历史变迁的鲜明特
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沙特阿

拉伯血缘政治的历史考察”（１８ＢＳ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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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战争”起源和性质的部落社会阐释

高 文 洋

一　问题的提出

１９１２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摩洛哥被分割为南、北两个保护国。１９２１年５月，阿
卜德·克里姆（Ａｂｄ　ａｌ－Ｋｒｉｍ）率领摩洛哥里夫中部瓦亚哈尔部落（Ａｉｔｈ　Ｗａｒｙａｇｈａｒ）发动反对西班牙
殖民统治的里夫战争，并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建立里夫共和国（Ｒｅｆｉ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Ｄａｗｌａ　Ｊｕｍ－
ｈｕｒｉｙａ　Ｒｉｆｉｙａ）。该政权虽于１９２６年因殖民政府镇压而灭亡，却在摩洛哥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里夫共和国常与“共和”（Ｒｉｐｕｂｌｉｋ）一词相联系。“共和”在经典摩洛哥社会人类学著作中有特殊
含义，欧洲学者借用该词来指代具有原始民主制特征的里夫部落社会形态，也可等同于“希巴”（ｂｌａｄ
ｅｌ－Ｓｉｂａ，指不受摩洛哥素丹控制的地区），与“马赫赞”（ｂｌａｄ　ｅｌ－Ｍａｋｈｚａｎ，指摩洛哥素丹朝廷及其直接
控制的地区）相对。尽管字面表述并不完全重合，但在同时代的里夫人眼里，里夫政权具有临时性，他
们更倾向于将之称为“里夫部落联盟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ｅｄ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ｆ）或“里夫阵
线”（Ｒｉｆ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佩萨·希纳尔：“宗教对阿卜德·卡迪尔、阿卜德·克里姆思维和行为的影响”
（Ｐｅｓｓａｈ　Ｓｈｉｎａｒ，“Ａｂｄ　ａｌ－Ｑａｄｉｒ　ａｎｄ　Ａｂｄ　ａｌ－Ｋｒｉ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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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亚非研究：以色列东方社会年鉴》（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第１卷（１９６５年），第１３９～１７４页］。这就引出了里夫战争起源和性质问题。

在有关摩洛哥历史和社会人类学文献中，关于里夫战争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

１．民族解放运动说
持民族解放运动说的主要有：彭树智主编的《阿拉伯国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丁笃本的《里夫民族解放战争性质浅谈》（《史学月刊》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９０～９４页），余建华的《彪炳
千古的里夫共和国———纪念摩洛哥里夫解放战争７０周年》（《阿拉伯世界》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第６０～６４
页），阿卜杜拉·拉鲁伊著、Ｒ．曼海姆译的《马格里布历史随笔》（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Ｌａｒｏｕｉ，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ｉｂ：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ｔｒａｎｓ．ｂｙ　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ｍ，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版，第
３５０页），Ｃ．Ｒ．彭内尔的《摩洛哥：从帝国走向独立》（Ｃ．Ｒ．Ｐｅｎｎｅｌｌ，Ｍｏｒｏｃｃｏ：Ｆｒｏｍ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ｏ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牛津：寰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７页）。这种观点具有合理性，但存在一定的缺陷。
阿卜德·克里姆在里夫战争准备阶段进行过民族主义动员的唯一依据是一份名为《里夫电报》（Ｔｅｌｅ－
ｇｒａｍａ　ｄｅｌ　Ｒｉｆ）的文件，然而，学界无人能证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安德烈·桑切斯·佩雷斯只是
说，最早提到这份文件的人是里夫地区一位阿拉伯语言学教授，具体身份不详［安德烈·桑切斯·佩
雷斯：“阿卜德·克里姆”（Ａｎｄｒéｓ　Ｓáｎｃｈｅｚ　Ｐéｒｅｚ，“Ａｂｄ－ｅｌ－Ｋｒｉｍ”），《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审计学院学术会
议论文汇编》（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ｓ　ｙ　Ｔｒａｂａｊｏｓ　Ｒｅａｌｉｚａｄｏｓ　ｐｏｒ　ｌ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ｄ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ｏｒｅｓ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ｅｌ　Ｃｕｒｓｏ　ｄｅ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得土安：摩洛哥政府出版社１９５０年版，第６１～７６页］。因此，我们
无法得出结论说，民族主义思想是贯穿里夫战争始终的意识形态。

２．萨拉菲主义运动说
坚持萨拉菲主义说的主要有：佩萨·希纳尔的“宗教对阿卜德·卡迪尔、阿卜德·克里姆思维与

行为的影响”和大卫·哈特的《摩洛哥瓦亚哈尔部落的民族志和历史》（Ｄａｖｉｄ　Ｍ．Ｈａｒｔ，Ｔｈｅ　Ａｉｔｈ
Ｗａｒｙａｇｈ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Ｒｉｆ：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版，第３６９～４０４页）。这种观点主要源自里夫共和国建立后的一系列以伊斯兰教法为指导原则的
改革，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阿卜德·克里姆对于部落带有“异端”特征的旧俗持妥协态度，且并不以
纯洁宗教为战争动员的唯一意识形态，因而这种观点也有待商榷。

关于里夫战争的起源，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１．西属、法属摩洛哥保护国的治理模式差异说
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受法文资料影响的学者，包括沃尔特·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法国、

西班牙和里夫》（Ｗａｌｔｅｒ　Ｂ．Ｈａｒ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　Ｓ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ｆ），伦敦：格林·阿诺德出版社１９２７年
版，第１６６页］、大卫·伍尔曼［大卫·伍尔曼：《阿卜德·克里姆与里夫叛乱》（Ｄａｖｉｄ　Ｓ．Ｗｏｏｌｍａｎ，

Ｒｅｂ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ｆ：Ａｂｄ　ｅｌ　Ｋｒｉ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ｆ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第

５５～７３页］、苏珊·米勒［苏珊·米勒：《摩洛哥近代史》（Ｓｕｓａｎ　Ｇｉｌｓｏｎ　Ｍｉｌｌｅ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４～１２４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西属摩洛哥保护
国政府在里夫地区治理废弛，没有采取法国殖民政府的间接统治方略。这种观点有三点明显的不足：
第一，西属摩洛哥保护国政府虽执政能力不如法属，但其实是亦步亦趋地学习法国模式，例如仿照法
国尊奉摩洛哥素丹，在北部立哈里发；第二，１９２１年之前，法国殖民政府也处于战略平定阶段，并于

１９１３—１９１８年间在阿特拉斯山同样遭遇了当地柏柏尔部落的顽强抵抗；第三，就阿卜德·克里姆的
早年经历而言，他反法在前，反西在后，因而这种对比无从谈起。

２．部落认同说
持部落认同说的学者有罗贝尔·蒙塔涅［罗贝尔·蒙塔涅著，大卫·塞顿译：《柏柏尔人的社会与

政治组织》（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Ｓｅｄｄｏｎ），伦敦：弗兰克·卡斯有限公司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９、７９页］、道格拉斯·艾什弗德［道格拉斯·艾
什弗德：《摩洛哥的政治变迁》（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Ａｓｈｆｏｒ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普林斯顿：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８５～２１８页］和布鲁斯·麦迪 威兹曼［布鲁斯·麦迪 威兹曼：《柏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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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运动及其对北非国家的挑战》（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９～６２页］。他们
认为，在摩洛哥传统社会里，部落认同将民众团结起来以御外侮。但是，这种观点无法与前殖民时代
里夫部落社会的高度裂变特征实现调和，也无法解释里夫部落与马赫赞的复杂关联，因而还需仔细斟
酌。

由于里夫地处偏僻，部落社会特征浓厚，在前殖民时代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外部权力很难对其进
行长期有效的政治文化渗透，因此，笔者认为，要厘清里夫战争的起源和性质，应该首先从部落社会角
度进行考察。

二　里夫战争何以可能？

塑造摩洛哥部落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即是裂变体系、列夫体系（ｌｅｆｆ）以及圣徒崇拜。
裂变体系指部落共同体从高到低依次无限裂变，由部落裂变为氏族，氏族裂变为亚氏族，亚氏族裂变
为家系，直至最终裂变为由父母与未婚子女构成的自然家庭。列夫体系广泛存在于西亚、北非的部落
社会，指同一地区部落组织分为两个派系，以血亲复仇为口实频繁交战。圣徒崇拜是伊斯兰教与北非
本土民间信仰融合之后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信奉各类圣徒的神圣恩典（ｂａｒａｋａ）。

在对部落社会进行系统的微观研究之前，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部落认同与凝聚是天然的。
事实上，裂变体系、列夫体系以及圣徒崇拜对于部落作为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与政治统一体的塑造功
能非常复杂，在恰当的历史机遇下可能是正向的，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反向的，里夫地区这一特征尤其
明显。

第一，“临时型”列夫异常活跃。列夫分为两种：一是“永久型”列夫，指一个部落内的几个氏族（或
同一地区的几个部落）分为两个派系，相互对峙；二是“临时型”列夫，指氏族及以下社会单元内分裂出
两个派系。摩洛哥许多部落尤其是阿特拉斯山区内的季节性迁徙游牧部落，其列夫体系存在于部落
之间，以外向永久型为特征。然而，里夫地区处于摩洛哥北部边陲，是非洲大陆通往欧洲的口岸，东部
与阿尔及利亚毗邻，历史上外来人口数次涌入，造成部落社会单元的异质性特征。大卫·哈特做过一
项统计，里夫中部的６个部落中，本土家系只占４９％［大卫·哈特：“摩洛哥里夫柏柏尔部落结构的冲
突模型：瓦亚哈尔部落的裂变和联盟体系”（Ｄａｖｉｄ　Ｍ．Ｈａｒ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ａ　Ｂｅｒｂｅｒ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Ｒｉｆ：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ｔｈ　Ｗａｒｙａｇｈａｒ”），《西
部穆斯林与地中海学刊》（Ｒｅｖｕｅ　ｄｅ　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Ｍｕｓｕｌｍａｎ　ｅｔ　ｄｅ　ｌａ　Ｍéｄｉｔéｒｒａｎéｅ）第７卷第１期
（１９６０年），第９３～９９页］。部落社会单元的异质性伴随着家系（甚至自然家庭）之间距离远以及同一
氏族内的亚氏族（或同一亚氏族内的家系）彼此不接壤，导致里夫地区低级社会单元内列夫之间冲突
异常活跃，如蒙塔涅所言，“私斗到户”（罗贝尔·蒙塔涅：《柏柏尔人的社会与政治组织》，第４９页）。
由于临时型列夫存在于低级社会单元之间或之内，永久型列夫存在于高级社会单元之间或之内，因而
临时型列夫由下往上具有传导性，导致里夫地区部落内部列夫战争频发，一直处于战争 短暂和平 战
争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实现稳固的部落团结。１９世纪９０年代，里夫瓦亚哈尔部落爆发了阿里氏族
（Ａｉｔｈ　Ａｒｉ）列夫与尤素福·阿里氏族（Ａｉｔｈ　Ｙｕｓｉｆ　ｗ－Ａｒｉ）列夫之间的“七年战争”（起止具体时间不详，
大约在１８９０—１８９８年之间。关于冲突的起源说法不一，详见大卫·哈特：《瓦亚哈尔部落的民族志与
历史》，第３５６～３５８页；罗贝尔·蒙塔涅：《柏柏尔人的社会与政治组织》，第４９～５０页）。１８９８年３
月，摩洛哥中央政府派出一支军队前往里夫中部征讨在地中海进行海盗行为的伊卜库伊恩部落（Ｉｂｕ－
ｑｑｕｙｅｎ）。此时正值“七年战争”尾声，政府军指挥官布什塔·巴格达迪（Ｂｕｓｈｔａ　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帮助尤素
福·阿里氏族一方取胜，结束了列夫冲突。然而，１８９９年政府军撤出里夫中部，两个列夫顷刻间再度
活化，双方人员伤亡惨重，屋舍被毁，落败一方的牲畜被另一方据为己有（大卫·哈特：《里夫瓦亚哈尔
部落的民族志与历史》，第３５９页）。

第二，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这一点可分为世俗和宗教两个维度探讨。从世俗维度来说，
部落政治带有原始民主制特征，以高度自治的坎顿（ｃａｎｔｏｎ，柏柏尔语为ｋｈｕｍｓ，意为“五分之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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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１个坎顿一般由１个大氏族或２个小氏族构成）为基本政治单元。坎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会
（ｊｅｍａａ），成员为各个家系的首领。议会有名义上的议长伊姆哈伦（ｉｍｇｈａｒｅｎ），但伊姆哈伦实行轮值
制，任期一般为１年。部分部落可能设有代表整个部落的大伊姆哈伦，但为“虚职”［大卫·哈特：“现
代摩洛哥部落的两则案例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Ｈａｒｔ，“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ｕｄ－
ｉｅｓ”），厄内斯特·盖尔纳、查尔斯·米科主编：《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部落到国家》（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ｃａｕｄ，ｅｄｓ．，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Ｂｅｒｂ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ｒｉｂｅ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列克星敦：Ｄ．
Ｃ．希恩公司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１～３７４页］。这种政治特征比较稳固，部落内部没有拥有绝对权威的世
俗领袖，中央政府干预也无法改变。１８９８年，瓦亚哈尔部落向摩洛哥政府军“借道”并在谈判中充当
马赫赞与伊卜库伊恩部落的掮客。根据摩洛哥政治传统，向政府军“借道”的部落意味着形式上臣服
于素丹，其显贵接受素丹的册封。布什塔·巴格达迪册封了瓦亚哈尔部落主要氏族（坎顿）的埃米尔
（ａｍｉｒ）。埃米尔们在布什塔·巴格达迪的监督下，共同管理整个部落。次年，随着政府军撤离里夫中
部，埃米尔头衔与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全部销声匿迹，过去各层级列夫和各裂变支议会重新回到权力中
心。从宗教维度来说，尽管理论上圣徒可以超越部落的世俗架构，调解部落冲突，凝聚部落群体间的
团结，但是，摩洛哥的圣徒门类驳杂，数量繁多。圣徒主要分为三类，即先知系圣徒、伊德里斯系圣徒
以及谱系不甚清晰的隐士（ｍａｒａｂｏｕｔ）［厄内斯特·盖尔纳：《阿特拉斯的圣徒》（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Ｓ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伦敦：韦登菲尔德 尼克森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７１页］。这导致两个结果：第
一，圣徒数量繁多，谱系杂乱，且多为伪造或附会，因而一般圣徒很难在部落中拥有绝对权威；第二，圣
徒为谋取私利，争夺信众，经常挑动部落之间的冲突，妨碍部落认同和凝聚力的形成。

综上所述，裂变体系、列夫体系和圣徒崇拜制约天然部落认同的形成和强势部落权威的出现。那
么，阿卜德·克里姆领导的以瓦亚哈尔部落为核心力量的里夫战争，何以可能呢？

里夫战争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１．里夫战争之前的历史演进为部落认同与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条件

１９０２年布·哈马拉（Ｂｕ　Ｈｍａｒａ）改名为穆莱·穆罕默德（Ｍｕｌａｙ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谎称为摩洛哥素
丹的兄弟，集结塔扎（Ｔａｚａ）附近的阿拉伯部落起兵，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迅速攫取里夫东部，并一路向
西挺进，于１９０７年进入里夫中部，最终催化了近代历史上里夫部落（尤其是瓦亚哈尔部落）认同与凝
聚力的形成。

哈马拉进入里夫中部之初，并未遭遇抵抗，他顺势给诸部落氏族任命了卡伊德（ｑａｉｄ）。但是，哈
马拉的政治智慧明显不及摩洛哥素丹。摩洛哥素丹知道，里夫地区难以控制，且必须小心谨慎地维持
现状。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保留临时型列夫体系，使部落忙于内斗是必要的，一旦不慎触发部落凝聚
性的开关，这些部落就可能掉转头来反对马赫赞。所以，布什塔·巴格达迪在里夫驻扎期间，虽然册
封埃米尔，但并未触及传统瓦亚哈尔部落各氏族内部的权力分布。哈马拉则不然。由于担心受到传
统部落显贵的掣肘，他在里夫中部的建制是对部落政治权力进行大换血［埃德瓦多·马尔多纳多·瓦
兹库兹：《僭位者》（Ｅｄｕａｒｄｏ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Ｖáｚｑｕｅｚ，Ｅｌ　Ｒｏｇｕｉ），休达：奥林匹亚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版，第

２６６页］。此外，布什塔·巴格达迪和哈马拉授予里夫部落显贵的头衔也大有玄机。埃米尔实质是素
丹的包税人，在保证税收的前提下，享有很大自治空间；卡伊德则是代表朝廷在乡村部落地区施政的
政府官员，暗示了哈马拉要对里夫诸部落实行直接控制。

为了保证新任命的卡伊德施政顺利，哈马拉给每个卡伊德配备了护卫队。某日，护卫队在瓦亚哈
尔部落布·阿亚什氏族（Ａｉｔｈ　Ｂｕ　Ａｙｙａｓｈ）的市场内鸣枪，与部落民众发生械斗。隔日，哈马拉致信
布·阿亚什氏族卡伊德，要求支付２．５万比塞塔罚金。布·阿亚什氏族向全瓦亚哈尔部落通报此事，

５个坎顿达成协定，将之视为一笔巨额哈克（ｈａｑｑ），同意共同分担。哈克是列夫战争中战败方向战胜
方支付的战争赔款。这项协定意味着，在哈马拉的高压政治之下，瓦亚哈尔人以全部落集结为一个战
时列夫联盟支付赔款的形式，首次实现了部落认同与凝聚。

知悉此事的哈马拉感到不安，妄图诓骗瓦亚哈尔部落显贵集体前去谈判而对其实施软禁，最终导
致两方开战。双方交战过程中，瓦亚哈尔部落召开了一系列长老大会，就如下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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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尤素福·阿里氏族列夫和阿里氏族列夫接受圣徒调停，缔结停火协议。第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
一分为二：一半在边界监视其他部落的动向，防止其倒戈于哈马拉；另一半组成部落军，基本单位为百
人队。每个氏族武装３～４个百人队，划片区戍卫。第三，严厉惩罚向哈马拉“借道”的氏族和个人。

哈马拉侵略期间，瓦亚哈尔部落的抵抗运动是复杂的。本质上，这次运动经历了两个低级列夫弥
合，但同时向上传导，形成瓦亚哈尔部落与阿玛斯部落（Ａｉｔｈ　Ａｍ　ｍａｒｔｈ）的高级列夫对战哈马拉及其
他里夫中部诸部落的局面。可是无论如何，这场抵抗活动意味着部落认同和凝聚的实现。虽然１９０８
年１０月哈马拉战败后里夫地区原有部落社会特征再度归位，然而抵抗活动中出现的部落认同以及组
建百人队等部落抵抗实践，都为里夫共和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

２．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殖民策略客观上为阿卜德·克里姆作为绝对权威的崛起提供了合法性
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确是法国殖民政府的好学生，但在摩洛哥北部治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第一，１９１３年４月，在得土安立时任摩洛哥素丹的族弟穆莱·迈赫迪（Ｍｕｌａｙ　ｅｌ　Ｍｅｈｄｉ）为北部哈

里发（大卫·伍尔曼：《阿卜德·克里姆与里夫叛乱》，第５９页）。此举是效仿法国人尊奉摩洛哥素丹，
但过于照本宣科，表明西班牙人缺乏深入的实地调研。在北部山区尤其是柏柏尔人聚居的里夫，一个
来自阿拉维家族的正统哈里发并不拥有本土圣徒所具有的号召力。

第二，西班牙人攻占摩洛哥之初，就陷入主和派高级专员和主战派武将之间的路线斗争中。双方
矛盾的焦点是对北部圣徒拉苏里（ａｌ－Ｒａｉｓｕｌｉ）的态度。拉苏里出生于杰巴拉（Ｊｂａｌａ）西北的穆萨瓦部
落（Ｍｓａｗｗａｒ），具体出生年份不详（出生于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之间），属于伊德里斯系圣徒。此人履历丰
富，曾居卡伊德、帕夏（ｐａｓｈａ）等要职，且手眼通天，善于在马赫赞与法、西殖民政府之间周旋。西班牙
人与拉苏里的矛盾始于拉苏里谋求北部哈里发一职而落败，因此发动了针对西班牙军队岗哨的小规
模骚扰，并绑架过往的国际商旅，索要赎金（沃尔特·哈里斯：《法国、西班牙和里夫》，第１０８页）。高
级专员试图与拉苏里议和，但被主战派抢夺先机，对拉苏里进行弹压。

在此之前，拉苏里实际上是摩洛哥北部乡村部落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西班牙人打压拉苏里，客
观上为整个北部地区制造了权力真空。阿卜德·克里姆适时出现。阿卜德·克里姆于１８８１年或

１８８２年出生于尤素福·阿里氏族的扎拉家系（Ａｉｔｈ　Ｚａｒａ）。在瓦亚哈尔部落中，尤素福·阿里氏族、
阿里氏族和阿卜杜拉氏族（Ａｉｔｈ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同属于哈塔卜氏族（Ａｉｔｈ　Ｋｈａｔｔａｂ）。据称，哈塔卜人的谱
系可以追溯至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阿卜德·克里姆后来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自
己的哈塔卜血统，以此为“圣徒”的合法性来源。拉苏里实力减退后，阿卜德·克里姆凭借“圣徒”身
份，实现了对瓦亚哈尔部落和里夫诸部落的团结。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瓦亚哈尔部落和其他里夫诸部
落显贵推举阿卜德·克里姆为“里夫素丹”［一说为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见Ｊ．罗杰 马修：《阿卜德·克里
姆回忆录》（Ｊ．Ｒｏｇｅｒ－Ｍａｔｈｉｅｕ，Ａｂｄ　ｅｌ　Ｋｒｉｍ　Ｍｅｍｏｉｒｅｎ），德累斯顿：卡尔·莱斯纳出版社１９２７年版，
第１０７～１０９页］。

三　里夫战争的性质

关于里夫战争的性质，萨拉菲主义运动说与民族主义运动说都有合理性，但都不全面。阿卜德·
克里姆的早年经历决定他可以利用所接触到的各种知识与意识形态进行战争动员，因而里夫共和国
的性质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但是，必须认识到，里夫政权的主体是部落民，因而要研究里夫战争的
根本性质，必须着眼于部落社会。

笔者认为，里夫战争的性质可以从内部治理与宣传动员两个维度考察，其中内部治理决定其主要
性质，宣传动员应该分阶段考察。

１．就内部治理而言，里夫战争是一场以圣徒 部落联盟模式为范型的建国运动
圣徒 部落联盟模式指的是某一地区的圣徒联合当地几大部落，对中央政权进行冲击。伊斯兰教

传入北非之后，北非本土朝代更迭几乎都因循此例，其中最典型的是１２世纪伊本·图默特（Ｉｂｎ　Ｔｕ－
ｍｅｒｔ）领导涅菲斯（Ｎｅｆｉｓ）地区五大部落，摧毁穆拉比兑政权，建立穆瓦希德王朝［迈克尔·布雷特、伊
丽莎白·芬特雷斯：《柏柏尔人》（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ｎｔｒｅｓｓ，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ｓ），牛津：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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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５～１１２页］。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前期以宗教意识形态进行战争动
员，随后逐步去部落化和马赫赞化（即按照马赫赞模式建立制度），以此拱卫政权［厄内斯特·盖尔纳：
“独立之初的摩洛哥乡村叛乱模式”（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厄内斯特·盖尔纳、查尔斯·米科主编：《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从部落到国家》，第３６１～３７４页］。阿卜德·克里姆率领里夫中部６个部落发动的里夫战争，圣徒 部
落联盟模式非常明显。无论是早期战争动员，还是建制以后的改革，虽然以伊斯兰教为外衣，但实质
是以建立集权统治为目标的建国运动。

里夫共和国建立以后，阿卜德·克里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禁止血亲复仇，破除列夫体系。阿卜德·克里姆深切知晓，列夫体系是妨碍部落长久统一

的元凶。因此，他率先垂范，放弃向毒害他父亲的元凶寻仇，下令捣毁列夫战争时使用的土堡，严惩私
斗行为。

第二，成立现代内阁，任命各部落、氏族和亚氏族卡伊德。这项改革乍一看没有触及部落社会的
特征，因为既没有颠覆裂变体系，也没有褫夺各级裂变支传统显贵的领导权。然而，阿卜德·克里姆
本身出身于柏柏尔部落，但授予臣下卡伊德这一阿拉伯头衔，要求各级卡伊德直接对他负责，并且内
阁中没有传统里夫诸部落显贵家族成员，集权化去部落目的不言而喻。

第三，以伊斯兰教法取代部落习惯法。这项改革措施是促使诸多学者将里夫战争定性为萨拉菲
主义运动的主要根据。然而，如果厘清这二者差异的实质，就能够作出更符合学理的判断。曾担任过
梅利利亚首席卡迪（ｑａｄｉ，伊斯兰教法官）的阿卜德·克里姆自然明白，伊斯兰教法与部落习惯法的本
质差异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司法权由谁掌握。部落习惯法其实也是披着伊斯兰教法外衣的，但
通常以本土圣徒的口头阐释为准，以议会为裁决者。因此可以说，在部落习惯法体系下，司法权分散
于圣徒与各级裂变支显贵手中。伊斯兰教法则不然。在伊斯兰教法庭上，卡迪为裁决者，但卡迪要对
素丹负责。

第四，打击地方圣徒。阿卜德·克里姆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圣徒身份，为了实现权力独有，必须
打压作为潜在竞争者的地方圣徒。阿卜德·克里姆并没有将以拉苏里和达卡瓦（Ｄａｒｑａｗａ）兄弟会为
首的地方圣徒定为“叛教者”或“异端”，只是斥责地方圣徒的腐朽，称之为摩洛哥社会的“毒瘤”［Ｆ．Ｓ．
维达尔：“摩洛哥政治中的宗教兄弟会”（Ｆ．Ｓ．Ｖｉｄ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中东杂志》（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４卷第４期（１９５０年），第４２７～４４６页］。这也证明里夫战争并
不是真正的萨拉菲主义运动。

里夫战争中的诸项改革与圣徒 部落联盟建国模式比较吻合，这些改革的实质是以集权为目标的
去部落化和马赫赞化。部落社会与马赫赞政治模式大有区别：部落社会政治权力归于部落议事会，政
治资源源于血缘关系；马赫赞政治资源源于素丹，素丹可以通过操纵官僚体制，削弱血缘关系的影响，
实现去部落化和集权化的目标。

２．就宣传动员而言，里夫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性质各不相同
阿卜德·克里姆早年就读于非斯的卡鲁维因经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报社编辑、西属摩洛哥保

护国政府本土事务局秘书、梅利利亚首席卡迪等。其胞弟年轻时是一名高级采矿工程师，曾前往法国
留学。兄弟二人对部落环境、伊斯兰教和国际环境的熟悉，决定了他们可以根据形势需求，灵活选择
宣传动员的意识形态，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是里夫战争前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宣传动员的主要意识形态是萨拉菲主义，这
不仅因为阿卜德·克里姆的圣徒身份，更在于部落认同的脆弱性。１９２０年９月，阿卜德·克里姆的
父亲被西班牙人的细作毒杀，随后殖民军指挥官希尔弗斯特（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率军占领里夫中部的达瓦·
乌巴兰（Ｄａｗａｒ　Ｕｂａｌａｎ），里夫战争的导火索被点燃。尽管布·哈马拉侵略时期形成的瓦亚哈尔部落
凝聚力再度涌现，但阿卜德·克里姆明白部落认同很可能因为列夫体系、裂变体系或圣徒等因素顷刻
瓦解，因而选择了更有整合力的宗教意识形态。大卫·哈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里夫中部进行田野调
查时，捕捉到一则小故事：一位丧偶的山地男子续弦重娶后，在继妻唆使下遗弃了与前妻所生的女儿。

·５３·



多年后这名男子遇到了正在乞讨的女儿，父女二人已经互不认识。随后，这名男子娶了女儿，但在婚
后真相大白，惊惧万分。阿卜德·克里姆听闻此事后说，此等乱伦罪孽，唯有战死于圣战，方可得到救
赎。于是，该男子加入了阿卜德·克里姆的军队，最终死于达瓦·乌巴兰之战（大卫·哈特：《里夫瓦
亚哈尔部落的民族志和历史》，第３７５页）。这则故事印证了战争前期阿卜德·克里姆以萨拉菲主义
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动员的事实。

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是里夫战争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阿卜德·克里姆以民族主义为宣传动员的主
要策略。建立里夫共和国以后，阿卜德·克里姆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尤其是拉苏里式微之后，阿卜
德·克里姆实现了对摩洛哥北部除丹吉尔、得土安、休达及梅利利亚以外广大领土的控制，随即挥师
南下，进入法属区。此时的里夫政权肩负着反对法、西殖民者和阿拉维王朝政府的重任，在宣传动员
上淡化了萨拉菲主义，选择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Ｃ．Ｒ．彭内尔：《政府与旗帜之国：摩洛哥的里夫战争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Ｃ．Ｒ．Ｐｅｎｎｅｌｌ，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Ｆｌａｇ：Ｔｈｅ　Ｒｉｆ　Ｗａｒ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博尔德：Ｌ．瑞纳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第８页］。这种取舍是审慎的：要夺取摩洛哥全境
的领导权，必须尽力争取广大摩洛哥民众尤其是城市知识精英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援助。在此背
景下，民族主义才是上策。因此，阿卜德·克里姆着力攻讦素丹“丧权辱国”，并派人游说各国政府。
他致信英国首相：“我相信国家未来无限光明，请国际社会给我们正义，帮助我们重获和平。”［雅克·
贝尔克：《法属北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马格里布》（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ｅｒｑｕｅ，Ｆｒｅｎｃ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ｉｂ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伦敦：费伯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１６９页］１９２７年，阿卜德·克里
姆接受埃及记者曼纳尔（ａｌ－Ｍａｎａｒ）采访时说道：“我要让我的人民知道，他们不仅有宗教，还有国家。”
［Ｃ．Ｒ．彭内尔：“摩洛哥里夫战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１９２１—１９２６）”（Ｃ．Ｒ．Ｐｅｎｎｅｌ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ｆ　Ｗａｒ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国际中东研究杂志》（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１４卷第１期（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３３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后期里夫政权的宣传动员意识形态是复杂的，以民族主义为主，但保留了
部落成分。比如，虽然阿卜德·克里姆已经正式取缔了列夫体系，但在决定越过西属、法属摩洛哥保
护国边界时，还是援引了列夫观念。古代摩洛哥北部划分为两个大型列夫———古马拉（Ｇｈｕｍａｒａ）和
桑哈加（Ｓｉｎｈａｊａ），瓦亚哈尔部落属于桑哈加列夫。１９２５年４月，阿卜德·克里姆宣称要拯救被法国
人迫害的列夫盟友（桑哈加列夫的一部分在边界线以南），于是越过边界线。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历史变迁弥补了裂变体系、列夫体系和圣徒崇拜对传统里夫部落社会部落认
同与凝聚力的制约，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统治方略无意间改变了部落社会的原本格局，二者共同催生了

１９２１年里夫战争的爆发。阿卜德·克里姆领导的里夫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圣徒 部落联盟模式的建国
运动，在宣传动员上出于实用主义考量，前期具有萨拉菲主义性质，后期具有民族主义性质。里夫战
争给摩洛哥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首先，里夫政权的去部落化措施，根绝了习惯法等部落旧俗，推动
该地区踏上现代化进程；其次，由于阿卜德·克里姆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的内涵非常模糊，而这种模
糊却客观上导致后世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里夫地区主义运动和柏柏尔主义运动都以里夫战争为养
料，构建话语体系。虽然在法、西殖民者的联合绞杀下，这场战争于１９２６年６月因里夫共和国的灭亡
而结束，但它至今仍然是摩洛哥民族解放事业中最瞩目的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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